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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以

我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为背景,选取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水—能源关联关系视角,

使用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法对长三角地区四个省市用水量变化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并分析各驱动因素在用水量过程中

的贡献差异,以期识别水资源消耗总量控制的关键推动力。研究发现影响长三角地区四个省市用水量变化的因素基

本一致,但各省市间存在差别。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耗量,人口规模促进地区用水量的增加,用水强度、人

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能源强度抑制地区用水量增加,水—能源关联度总体上抑制地区用水量增加,人均用水量

从逐年分析来看,对用水量变化无明显规律,有时抑制,有时促进用水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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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水情。当前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

势十分严峻,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1]。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2018 年长

三角地区 GDP 总量超过 21 万亿元,占到全国 GDP 总量的近 1/4,用水总量达 1155 亿立方米,占全国用水总量的近 1/5。因此分析

我国长三角地区用水量变化的影响因素,识别用水量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根据各区域用水总量控制目标,寻找科学合理的节

水路径,从而探讨有效的节水策略,对解决水资源危机以及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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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已开展了大量关于用水量变化影响因素分解研究[2-4]。根据用水变化影响因素分解方法不同,可以分为结构分解分

析(structure decompositionan alysis,SDA)[5-8]和指数分解分析(indexed composition analysis,IDA)[9-12]两种类型。由于结构

分解分析方法严重依赖于相关部门发布的投入产出表,使得其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指数分解分析方法,特别是对数平均迪氏

指数(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LMDI)分解法其计算简洁方便,而被广泛应用于用水量变化驱动因素分解[13]。 

然而,随着指数分解法,特别是 LMDI 方法的不断应用,相关学者发现现有指数分解方法存在着一些缺陷。Vaninsky[14]指出以

Kaya 恒等式为基础的现有指数分解方法,均首先将目标变量分解成多个因素相乘的形式,使得各因素之间在形式上相互依赖,而

且其分解结果也依赖于影响因素的选取,导致基于 Kaya恒等式的不同因素分解形式可能产生相悖的分解结论。同时,根据现有的

用水量变化影响因素分解研究,可以发现目前现有的指数分解法至多只能考察一个绝对量因素(如经济规模),而不能同时分析其

他绝对量因素(如人口规模)的变化对用水量变化的贡献程度,并且在分解过程中难以同时充分考虑隐含的相对变量因素(如人均

用水量)的变化对用水量变化的影响。为解决现有指数分解法存在的上述缺陷,Vaninsky[14]提出了一种广义的指数分解分析框架,

即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法(generalized Divisia index method,GDIM)。该方法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目标变量

变化的实际贡献,目前已被应用于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碳排放因素研究[15-20],但该方法还尚未被应用于对用水量变化驱动因素的

研究。 

由于在水的提取、净化、调度、使用、回收处理等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同时能源开采、生产、使用等过程中,尤其

是传统的火力发电,需要使用大量的水资源进行冷却,因此水和能源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目前水—能源关联关系已经

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21-24]。关于用水量变化因素分解仍采用传统分析视角,而忽略水和能源之间存在的关联关系。鉴于此,

本文将选取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作为研究对象,并使用GDIM模型,从水—能源关联视角下对长三角地区四个省市用水量变化影响

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各驱动因素在用水量过程中的贡献差异,以期识别水资源消耗总量控制的关键推动力。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

首次考虑水—能源关联关系,采用GDIM考察了长三角地区用水量变化的驱动因素,特别同时分析考察现有文献较少关注但不容忽

视的三个强度因素,即用水强度、能源强度、水—能源关联度,从而为未来用水政策的合理制定和实施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1.1 用水量变化分解——基于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法 

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法(generalized Divisia index method,GDIM)主要是通过 Kaya 恒等式的变形建立多维因素分解模型。

目前已被广泛地应用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Vaninsky[14]认为该方法克服了传统指数分解模型存在的两

方面不足。本节将根据 GDIM的基本原理,构建用水量变化驱动因素分解模型。 

通过总结目前现有研究,发现目前影响区域用水量变化因素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9,25-26],区域人口规模[10,12],区域人均

收入水平[10,12],区域用水强度[10,12,27]。可以发现已有关于用水量因素分解研究均从经济和人口发展角度等直接因素分析其对用水量

变化的影响,而忽视其他间接因素对用水量变化的影响。下面将基于水—能源关联关系视角,重点分析相关能源因素对用水量变

化的影响。 

(1)区域能源使用量。 

由于水—能源之间复杂的关联关系,区域能源使用量的增加,必然带来能源生产量的增加。能源开采、生产、运输、使用等

过程中,尤其传统的火力发电,需要使用大量的水资源进行冷却。《2014年世界水发展报告》中指出目前能源生产消耗了全世界水

摄取量的 15%,但对能源需求的增长将导致这一比例到 2035 年增长到 20%[28]。因此区域能源使用量的变化将必然带来区域用水量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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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水—能源关联度。 

水—能源关联度反映区域水和能源间的耦合关系,当水—能源关联度越低时,伴随单位能源消耗的水消耗也越少。因此在给

定能源消耗量下,水—能源关联度越低,则水消耗量也越低。因此区域水—能源关联度也是影响区域用水量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 

(3)区域能源强度。 

能源强度变化反映单位能耗产值的变化,表明能源使用效率的变化。能源强度越小,则能源使用效率越高,将带来能源使用量

的降低。因此区域能源强度的变化,必然驱动区域用水量的变化。 

根据上述提出的用水量变化影响因素间相互关系可以构建如下表达式: 

 

式中:Water 表示区域用水量,GDP 表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Water/GDP 表示区域用水强度,Energy 表示区域能源消耗

量;Water/Energy 表示区域水—能源关联度;Population 表示区域人口规模;Water/Population 表示区域人均用水

量;GDP/Population 表示区域人均收入水平;Energy/GDP 表示区域能源强度。为将上述公式简便化,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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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因素 X,用函数 W表示用水量变化的贡献 W=f(X1,…,X8),因此公式(1)～(3)可以表示为: 

 

根据 GDIM方法基本原理,现将式(4)～(6)转换成如下公式: 

 

由式(7)可以得到用水量变化的因素贡献函数梯度: 

 

由公式(8)～(11)构造一个由各影响因素组成的雅可比矩阵: : 

 

根据 GDIM方法可知,用水量变化可以被分解为各影响因素贡献之和,具体见下式: 

 

式中:I表示单位矩阵,L表示时间跨度。 表示 的广义逆矩阵。若雅可比矩阵 中列向量线性无关,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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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式(14),本文将用水量变化 ΔW 分解为八种因素之和,分别为区域经济规模变化 ΔX1、区域能源消耗规模变化 ΔX3和区

域人口规模变化ΔX5三个绝对量因素,这三个绝对量因素分别反映经济规模变化、能源消耗规模变化和人口规模变化对用水量变

化的影响,可以分别称为区域经济规模效应,区域能源规模效应,区域人口规模效应。另外五个相对量因素,其中 ΔX2 反映用水强

度变化对用水量变化的影响,表示用水技术进步对用水量变化的影响,可以称为区域用水技术效应。ΔX4反映水—能源关联度变化

对用水量变化的影响,可以称为区域水—能源关联效应。ΔX6反映人均用水量变化对用水量变化的影响,反映人们用水习惯对用水

量变化的影响,当区域人均用水量较低时,表明该地区人们具有良好的用水行为习惯,因此可以称为区域用水习惯效应。ΔX7反映

人均收入水平变化对用水量变化的影响,一般情况下人们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时,其往往也具有良好环境保护行为意识,因此可

以称为区域用水意识效应。ΔX8反映能源强度变化对用水量变化的影响,表示能源技术进步对用水量变化的影响,可以称为区域能

源技术效应。综上,本文将影响用水量变化效应分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关联效应和行为效应。 

1.2 数据说明 

考虑到随着中国于 2001 年加入 WTO,同时城市化进程开始促进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中心[29],用水量出现较大程度增长。因

此本文选取 2000—2016 年作为研究区间,选取长三角地区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四个省市的相关数据进行长三角地区用水量

变化因素分析。相关直接指标说明如下: 

(1)区域用水规模,采用地区用水总量(单位:亿立方米)指标表示,用水总量指各类用水户取用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水

量。该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用地区生产总值或地区 GDP(单位:亿元)表示。地区生产总值或地区 GDP 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地

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国民生产总

值按照 2000 年不变价格进行平减。 

(3)区域能源消耗规模,用能源消费标准量(单位:万吨标准煤)表示。能源消费标准量指能源使用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消费的

按照能源标准计量单位计算的各种能源消费数量。该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4)区域人口规模,用地区年末人口数(单位:万人)表示。年末人口数指每年 12 月 31 日 24 时的人口数。该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2 研究结果及分析 

2.1 长三角地区用水量变化描述统计分析 

为准确了解长三角地区四个省市用水量变化历年变化情况,根据2000—2016年长三角地区用水量数据,绘制得到长三角地区

四省市用水量变化图(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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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三角地区四省市用水量变化(以 2000 年用水量为基准)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四个省市地区用水量变化各不相同,其中江苏和安徽两省用水量的变化呈现不断增加趋势。

2009年作为安徽省用水量变化的拐点,2009 年之前安徽的用水量增长迅速,但 2009 年后安徽用水量增长速度减缓,呈缓慢增加趋

势。通过计算发现安徽用水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在长三角地区最高,年平均增长率为 3.16%,增长率明显高于江苏省用水量年平均增

长率 1.63%。上海和浙江两地用水量呈现缓慢减少的降低的趋势,浙江省用水量减少趋势高于上海市用水量减少趋势,其中上海用

水量的年平均减少率为 0.21%,浙江用水量的年平均减少率为0.65%。 

2.2 长三角地区用水量变化逐年分解分析 

为识别影响长三角地区用水量变化的关键因素,利用 R 软件计算公式(14),分析长三角地区四个省市区域经济发展、区域人

口总数、区域能源消耗等八个因素对长三角地区用水量变化的贡献值,绘制长三角地区四个省市各因素对用水量变化贡献率百分

比堆积图(图 2)。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影响长三角地区四个省市用水量变化方向的因素基本一致,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耗量,人口规

模促进地区用水量的增加,用水强度、人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能源强度抑制地区用水量增加,水—能源关联度总体上抑制地

区用水量增加,人均用水量从逐年分析来看,对用水量变化无明显规律,有时抑制有时促进用水量变化。下面以江苏为例对用水量

变化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其他省份分析步骤类似,在此不做赘述。 

对于江苏省,从图2中可以看出2000—2016年间经济发展水平对江苏用水量变化的贡献率和贡献量始终为正值,表明江苏省

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将带动用水量的增加。对于用水强度,因用水强度反映了经济发展对水的依赖程度,可以发现 2000—2016 年,

除去 2004年,其余年份用水强度变化对用水量变化的贡献率和贡献量均为负值,表明江苏省用水强度的变化将抑制用水量变化。

经济发展中用水强度的变化对用水量的影响,主要考察的是生产技术的改变对用水量的影响。随着科技的进步,各种节水技术开

发并投入生产,使得经济发展中高耗水程度得到有效降低,因此用水强度显著下降,对江苏用水量变化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这说

明目前用水技术进步是解决用水紧张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能源消耗正向驱动用水量变化,说明随着江苏能源消耗的增加,由于

水—能源的关联作用,使得经济和社会生活对水资源的使用也不断增加,因此能源消耗促进江苏用水量的增加。对于人均经济发

展水平,可以发现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对江苏用水量变化的贡献率和贡献量均为负值,因此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将抑制用水量变化。

我们认为随着江苏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节水意识也将不断提升,从而抑制江苏用水量的增加。对于人口规模,表中

显示人口规模对江苏用水量变化的贡献率均为正值,因此人口规模正向驱动用水量变化,人口规模的增加必然带来用水需求的增

加。能源强度对 2000—2016 年江苏用水量变化的贡献率和贡献量均小于零,表明能耗强度将抑制用水量变化。对于人均用水

量,2000—2016 年,人均用水量对江苏用水量变化的贡献率时正时负,无明显的规律。水—能源关联度变化对江苏用水量变化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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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总体上呈抑制作用,从图 2 中可以发现只有在 2000—2001 年、2012—2014 年这两个时间段水—能源关联度变化对江苏用水量

变化的贡献率为正值。水—能源关联度的下降表明单位能耗下用水量不断降低,如果用能源消耗量表示用水成本,那么当水—能

源关联度下降表明用水成本不断增加,因此水—能源关联度下降使得用水成本日益增加,从而抑制江苏用水量的增加。 

2.3 长三角地区用水量变化分解年平均分析 

根据上节分析可以发现,不同年份长三角各地区用水量变化影响因素贡献率各不相同,使得难以进行不同地区对比分析,因

此本节将对长三角地区用水变化分解进行年平均分析。 

 

图 2长三角地区四省市用水量变化率各影响因素贡献值逐年变化 

首先根据 2000—2016 年间长三角四个地区各影响因素的累计贡献量和 2000 年基期用水量,计算得到各因素累计贡献率,最

后得到各影响因素对用水量变化的年平均贡献率(表 1)。 

表 1 2000—2016 年长三角地区用水量变化量各影响因素年平均贡献率 

地区 GDP Water/GDP Energy Water/Energy Population Water/Population GDP/Population Energy/GDP 

江苏 4.53% -3.67% 3.12% -2.45% 0.21% 0.41% -0.24% -0.05% 

上海 3.44% -3.34% 1.67% -1.75% 0.91% -1.00% -0.08% -0.03% 

浙江 3.54% -3.56% 2.41% -2.58% 0.37% -0.60% -0.16% -0.04% 

安徽 5.26% -3.62% 2.78% -1.45% 0.05% 1.34% -0.30% -0.03% 

 

从表 1可以发现,除了人均用水量,其他七个因素对长三角地区四个省市用水量变化的影响方向一致,但各因素对用水量变化

的年贡献率各不相同。在江苏和安徽两省人均用水量对用水量增加起驱动作用,而在上海和浙江两地区该因素对用水量增加起到

抑制作用。对于其他因素,可以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安徽用水量增加的驱动作用最大,而上海则最小。目前安徽地区可能仍

然以要素驱动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转型缓慢,而上海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逐步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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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用水强度因素,可以发现其对江苏用水量增长的抑制作用最大,说明江苏在用水效率或者节水技术使用方面在长三角地

区较为领先。在长三角四个省市,能源消耗因素对江苏用水量增长的驱动作用也最大。水—能源关联程度对浙江省用水量增长的

抑制作用最大。人口因素对上海地区用水量增加促进作用最大,安徽地区最小。人均经济发展水平对安徽用水量增加抑制作用最

大,上海地区抑制作用最小,表明随着人均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人民的节水意识不断加强,而上海地区由于人均经济水平较高,人

民已经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因此该因素对上海地区用水量抑制作用最小。能源强度对四个地区用水量变化的贡献率均比较小,

但均对用水量增加起到抑制作用。 

2.4 长三角地区用水量变化阶段分解分析 

由于我国均采用五年规划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规划,同时为了方便不同时间段之间对比,本文将上一五年规划的末年

作为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基期,因此可将2000—2016 年分为三个时间段,分别为2000—2005 年,2005—2010年,2010—2016 年三个

阶段。本节将对长三角地区四个省市用水量变化进行阶段性分析。分别将三个阶段的基期和末期代入模型,分析 2000—2005

年,2005—2010 年,2010—2016 年,2000—2016 年四个阶段,各因素对长三角地区四个省市用水量变化贡献率,并绘制各因素对用

水量变化贡献率百分比堆积图(图 3)。可以发现,“十五”至“十三五”期间,经济规模变化对江苏用水量变化的驱动作用不断增

加,能源使用规模变化对江苏用水量变化的驱动作用则不断减小。但用水强度变化对江苏用水量变化的抑制作用不断增加,水—

能源关联度对江苏用水量变化的抑制作用不断减小。对于上海用水量变化,可以发现“十一五”至“十二五”期间经济规模变化

对上海用水量变化的驱动作用不断增加,但“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经济规模变化对上海用水量变化的驱动作用基本不

变。能源使用规模变化对上海用水量变化在“十三五”期间的驱动作用很小,总体上看对用水量变量的影响基本消失。用水强度

变化对上海用水量变化的抑制作用不断增加,水—能源关联度对上海用水量变化的抑制作用呈增加趋势,但增速较小。对于浙江

用水量变化,经济规模变化对浙江用水量变化的驱动作用基本保持不变,能源使用规模变化对浙江用水量变化的驱动作用则不断

减小。但用水强度变化对浙江用水量变化的抑制作用不断增加,水—能源关联度对浙江用水量变化的抑制作用也基本保持不变。

对于安徽用水量变化,经济规模变化对浙江用水量变化的驱动作用呈增加趋势,但“十三五”期间基本保持不变。能源使用规模

变化对安徽用水量变化的驱动作用则不断减小。用水强度变化对安徽用水量变化的抑制作用呈先减少后增加的倒“U”型。水—

能源关联度对浙江用水量变化的抑制作用也呈先减少后增加的倒“U”型。从总体上看,长三角地区四个地区,用水强度变化对用

水量增加的抑制作用不断增加,表明长三角地区正不断通过节水技术使用等技术创新来驱动用水总量和用水强度的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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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长三角地区四省市用水量变化率各影响因素贡献率阶段变化 

3 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水—能源关联关系视角,采用 GDIM 方法对长三角地区用水量变化驱动效应分解为强度效应、规模效应和行为效应,

得到如下结论: 

(1)“十五”至“十三五”期间的阶段分析发现,区域经济规模,能源使用规模以及人口规模是推动长三角地区四个省市用

水总量上升的三大因素。其中区域经济规模的驱动效应最大,人口规模的驱动效应最小。用水技术进步,能源技术进步和水—能

源关联强度分别是抑制长三角地区用水总量上升的三大因素。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用水量对用变量变化的作用各不相同,虽然从

总体上看,人们用水行为效应能抑制用水量的增加,但目前在长三角地区抑制作用仍比较小。 

(2)2000—2016 年,区域经济增长是江苏用水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能源使用量的增加、能源使用规模增加成为促进江苏

用水量增加的原因。用水技术进步、水—能源关联程度降低以及人均收入增加成为抑制江苏省用水量增加的主要因素。 

(3)2000—2016 年,上海用水总量降低,用水技术进步是驱动上海用水总量减少的首要因素,用水行为习惯培养以及水—能源

强度降低分别成为驱动上海用水量减少的第二和第三核心要素。区域经济增长和能源使用规模增加成为促进用水量增加的两大

影响因素,但由于抑制作用大于促进作用,上海的用水总量在减少。 

(4)2010—2016 年,浙江用水总量减少,人均收入增加即人们节水意识提升成为抑制浙江用水量增加的首要因素,水—能源关

联度降低以及用水技术进步作为抑制浙江省用水量的第二和第三要素。人均用水量降低也是抑制浙江用水量增加因素之一。经

济水平提升以及能源使用规模增加是促进浙江省用水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 

(5)2000—2016 年,安徽用水总量总体上不断增加,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成为驱动安徽用水量增加的首要因素。而人均用水量增

加和能源使用规模增加分别成为驱动安徽用水量增加的第二和第三驱动因素。而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即节水意识提升成为抑制安

徽用水量增加的首要因素,节水技术进步和水—能源关联程度降低成为促进安徽用水量降低重要因素。但由于因素的抑制效应小

于驱动效应,导致安徽用水总量增加。 

3.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对八种用水量变化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结论,考虑到发展经济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诉求,因此以牺牲

经济发展为代价的用水策略显然不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诉求,因此,长三角地区用水量控制应该围绕提高用水效率

和能源效率,降低能源使用量、水—能源关联度以及人均用水量等策略予以实施,为此本文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1)目前长三角地区用水效率仍具有很大提升空间,需大力提高用水效率,降低用水总量。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应强化用水科技

支撑,加强节水技术与工艺使用,提高用水效率,同时通过关转并停采的方式加速淘汰化工纺织等高耗水行业落后产能,并大力推

行合同用水管理[30]等市场化节水机制,加快推进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提高用水效率,降低用水强度,从而降低用水总

量。 

(2)长三角地区需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改变传统的能源依赖性产业结构,降低产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通过加强节能

技术的使用,降低能源强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通过降低能源使用量和能源技术进步,实现能源生产和使用过程中降低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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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达到降低用水总量的目标。 

(3)大力发展相关非化石型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促进能源结构逐步向非化石能源过渡,以降低水—能源关联度,从而降低

能源生产过程中用水量,最终抑制用水量增加。 

(4)进一步加强节水意识宣传,对于用水量较多的企事业单位,应推动安装节水器具。在城乡大力普及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创

造良好节水条件,降低城乡居民家庭用水量,培养人们节水意识,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降低人均用水量。 

(5)坚持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31],实施企业用水定额制度,建立用水奖励和惩罚有机结合的节水政策。一方面对节水效果

显著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奖励
[32-33]

,实行用水定额交易
[34]

,运用经济手段激励企业开展节水管理。另一方面加

强对高耗水企业用水监管监察,加强执法力度,强化惩处力度,对违反节水条例[35]等有关政策法规的企业进行处罚,倒逼企业主动

履行节水义务,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将节水管理纳入其企业战略决策规划,以实现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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